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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
文／赵改萍　Zhao Gai-ping

摘要：在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非常盛行的背景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流行于全国各地。

因此，山西亦出现数量可观的佛顶尊胜经幢。这些经幢的产生不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照，且与《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宣扬的宗教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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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

留存有众多的佛教文化遗迹。唐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幢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对唐代山西佛顶尊胜经

幢的分布进行统计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陀罗尼经幢

在山西流布的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山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流

布
　　幢这一佛教圣物与密教联系最为密切。大唐中印

三藏善无畏译《苏悉地羯啰供养法》曰：“次运心供

养者，以心运想，水陆诸花，无主所摄，遍满虚空尽

十方界，及与人天妙涂香云。烧香灯明幢幡伞盖，种

种鼓乐歌舞妓唱，真珠罗网悬诸宝铃，花鬘白拂微

妙磬铎，矜羯尼网如意宝树，衣服之云。”[1] 可见，

“幢”是佛教中供养物之一，用来庄严圣地。大唐中

天竺三藏输波迦罗译《苏悉地羯啰经·成就诸物相品

第二十七》曰：“复次我今说成就物。依是三部真言

悉地。所谓真陀摩尼、宝瓶、雨宝、伏藏、轮、雌黄、

刀，此等七物。……言七物者……若欲成就贤瓶法者，

庄严其瓶，如受真言品中说，唯不着水置于幢台，次

作瓶样，样准印法……”。[2] 可见，幢是佛教修行中

必备物品之一。

　　在藏传佛教里，胜尊幢用来代表解脱烦恼、得到

觉悟的象征。藏传佛教更认为幢是戒、定、慧、解脱、

大悲、缘起和脱离偏见之象征，所谓有 11 种烦恼只有

胜尊幢才能降伏。不难看出，胜利和清净是汉藏佛教

有关“幢”的共同主题。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出后，因经中要求书写

此陀罗尼，并“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

安置窣堵波中。”故而唐人采取将此经镌在石幢上的

方式，而创作了石经幢。

　　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范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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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间 形制、结构 出处

为□敬造佛顶
陀罗尼幢合村
供养

永淳元年（682）
经幢为沙石质，通体为八棱石柱，近六尺。上部阳面首题“为
□敬造佛顶陀罗尼幢合村供养”，下部八面为幢文，各面
九行，满行五十五字。

《三晋石刻大全·临
汾市安泽县卷》

尊胜陀罗尼经
幢

永淳二年（683）
山阴县西北二十五里礼凤村上清观，高可二尺许，每面三行，
行二十五字。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寿阳县平舒村
崇福寺经幢

神功元年（697）
幢八面，高二尺八寸，每面广六寸，九行，行五十五字至
六十三字不等。

《山右石刻丛编》卷 5

介休雨水村吉
祥寺经幢

开 元 二 十 年
（732）

幢八面，高四尺二寸，每面广六寸二分，八行，漫漶过甚，
字数难稽，正书。

《山右石刻丛编》卷 6

陀罗尼经幢
开 元 二 十 年
（732）

山阴县北三里梧桐堂佛殿前，高可九尺，额篆书九字，“佛
顶尊及尼宝幢”六字可辨。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周元汉陀罗尼
经幢

开元二十八年
（740）

山阴县西北三十二里临泉村结义庙，八面刻，无额，末面
附题记。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临猗唐开元经
幢

开 元 年 间
（712-741）

幢身一面镌刻题额及愿文，其余七面镌刻《佛说尊胜陀罗
尼咒》及其序，并多处以小字标注和提示了经咒的音调。
经咒以汉字楷书竖行镌刻，每面四行，每行约十七字，字
体精劲秀丽，清晰可观。

中国玉器收藏网
http://www.artcn.
c c / a r t i c l e .
asp?id=5113

唐凤台县石幢 天宝元年(742) 幢身镌刻《佛说尊胜陀罗尼经》及序
《石刻资料新编》第 3
辑《风台县金石录》

潞城原起寺经
幢

天宝六载(747)
幢座由两层组成，底层方形，上层为八角形，上下两层均
雕伎乐人，风姿飘逸，造型生动；幢身为八棱形，上刻《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顶为仿木结构的攒尖顶。

中华五千年网 http://
w w w . z h 5 0 0 0 . c o m /
Z H J D / z m j c / 2 0 0 6 /
zmcj-0050.htm

凤台县杨□仙
造陀罗尼经幢

天 宝 十 二 载
（753）

幢高二尺五寸，广四尺六寸，八面刻。先经后记，六行，
行字不一，字径六分，正书。

《山右石刻丛编》卷 6

尊胜幢
天 宝 十 二 载
（753）

山阴县西三十四里崔沟村，行六字，多不可辨。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闻喜县王守忠
经幢

永泰元年（765）
幢高一尺三寸七分，七面，各面三寸八分。七行，行
三十一字至二十九字不等，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闻喜县志》民国七年
版，台北成文出版社。

交城天宁寺经
幢

贞元、元和年
间 (785—820)

现存经幢六座，有方形和六角形两种。其中一座设须弥座，
上置仰莲座，幢身二层，下层正面雕方形门，门外刻拱形
门楣，两侧各雕金刚一尊 ; 二层塔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之上为幢顶，由云墩、仰莲、宝珠和宝顶组成。

李彦、张映莹：《< 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 > 及
经幢》，《文物世界》
2007 年第 5期。

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幢

太和五年（831）
山阴县西三十里衡涧村兴国寺，高九尺，三重规制。三面
刻佛画，六面书经文，二面为幢赞问。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泽州刺史皇甫
曙造金刚经幢

开成元年（836） 幢高五尺三寸，八面，面广六寸五分，行字不等，正书。 《山右石刻丛编》卷 9

凤台县王刘赵
珍等造陀罗尼
经幢

开成四年（839）
幢高三尺四寸五分，八面，面广六寸五分，经七面，记一面。
两截刻，七行，行字不一，正书。

《山右石刻丛编》卷 9

平陆陀罗尼经
幢

开成四年（839）
八棱柱体，顶已佚，高四尺一寸，底座长方形。正楷，上
书陀罗尼经文。经幢稍微损伤。

平陆县志编委会：《平
陆县志》中国地图出
版社，1992 年。

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幢

会昌四年（844） 山阴县西七十里西窑村，高三尺，未甚损坏。一面题记。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广，几乎遍及全省。在此，笔者根据《山右石刻丛编》、《山

西通志》、《三晋石刻大全》、《石刻资料新编》以

及山西各地地方志、碑刻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等资料，

对山西各地的陀罗尼经幢进行粗略的统计。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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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佛光寺
经幢

大 中 十 一 年
(857)

高九尺七寸，幢设八角形基座，仅有上枭和束腰，每面镌
刻壸门，狮子卷伏其中。基座上是仰覆莲的狮子座，之上
立八角形幢身，上刻《陀罗尼咒》。幢身上设八角形宝盖，
每面悬璎珞一束。宝盖之上设八角矮柱，四正面各雕佛龛
一尊，中置佛像，最上为莲瓣及宝珠。

梁思成：《记五台山
佛光寺的建筑》，《文
物参考资料》1953 年
第 5、6期。

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幢

大 中 十 三 年
(859)

山阴县城内学乡贤祠，正书经文。
《石刻资料新编》第 2
辑《河朔访古新录》

五台山佛光寺
经幢

乾符四年(877)
高十四尺七寸，经幢设八角形须弥座，束腰部分每面设龛，
内有伎乐。幢身平面亦为八角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幢身上为八角攒尖顶形的屋盖。

梁思成：《记五台山
佛光寺的建筑》，《文
物参考资料》1953 年
第 5、6期。

汾阳北廓村经
幢

乾符四年（877）

高九尺六寸，经幢平面为八角形。幢座由八角形基座上托
圆形束腰莲花须弥座构成，基座八角有石雕力士支撑。幢
身为八棱直柱，幢顶由八角攒尖上嵌莲花宝刹构成。幢身
上段八面各有线刻佛像一尊，下段为经幢主体，七面阴刻《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咒全文七十六句，一面为题记。 

山西省汾阳县志编纂
委员会：《汾阳县志》，
海潮出版社，1998年。

凤台县广福寺
经幢

天复三年（903）
幢高四尺八寸，八面，面广五寸，记二行，行字不一，字
径五分，正书，额题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幢。

《山右石刻丛编》卷
九

闻喜县唐陀罗
尼幢

具体时间不详
长方形，高近七寸，上开两佛龛，左龛内1尊释迦佛跏趺坐。
右龛内 1 站立护法天尊。两龛之间楷书为“唐兴寺庄司马
伯逵陀罗尼幢”，保存完整。

山西省闻喜县志编纂
委员会：《闻喜县志》，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
年。

虞乡县石佛寺
经幢

唐末，具体时
间不详

幢高四尺，八面，每面广五寸。七行，行六十七字至
八十七字不等，正书。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序和经文。

《山右石刻丛编》卷
六

洪洞县广济寺
经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它由青石砌成，平面呈八角形，四层十五级，高二十八
尺二寸。

祁英涛等：《两年来山
西新发现的古建筑》，
《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1 期。

晋城崇寿寺经
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寺内有唐代八角形石幢两座，通高十二尺米，须弥座上雕
宝装莲瓣及石狮，幢身刻陀罗尼经，宝盖为缨珞花纹，镂
刻精细。

古代建筑整修所：《晋
东南潞安、平顺、高平
和晋城四县的古建筑 (
续 )》，《文物参考资
料》1958 年第 4期。

五台山广济寺
唐代经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经幢呈八角形，通高四米，下施扁平的须弥座，并各面雕狮。
幢身八面，俱有造像，刀法简洁古朴。经幢铭文已漫漶不清，
书法近似唐体，遒劲有力。幢身之上覆以宝盖，周围浅雕
几何形图案，且绕以缨络。宝盖以上施覆钵和宝珠，镌刻
莲瓣。

五台山广济寺

卫褚经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高七尺米，最下为方形叠涩衬石，上承以仰覆莲座，束腰
部分有八个兽首。莲座上又置八角形塔，每面刻有连续菱纹、
回纹及三角纹。幢身为平面八面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及立幢人姓名。幢身之上有一八角方墩，周围刻有
花草图案，上面置第二层幢身，一面刻“佛说尊胜陀罗尼
经咒”，其余三面刻人物画像。 

《三晋石刻大全·运
城市盐湖区卷》

张董经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通高 2.11 米。经幢两层，幢身棱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及发愿人姓名。 

《三晋石刻大全·运
城市盐湖区卷》

唐繁峙佛顶尊
胜陀罗尼经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经幢八面刻，上截字多漫灭。经咒之前有序，经文后字四行，
刻有姓名。

《石刻资料新编》第 3
辑《繁峙金石录》

忻州兴国寺唐
代经幢

唐代，具体时
间不详

八棱石柱形，高五尺四寸。幢上刻着《尊胜陀罗尼经》，
笔体遒劲，因年代久远，刻幢年月与人名已漫漶不清。还
有两个八角石盖，一个上下面的中间都有八角幢础部分，
形状为楼亭的石檐造型，下面有精细的石雕，雕刻图案为
飞天、金雕和牡丹，八个角上刻着悬挂风铃的双孔。另一
个下面中间的八角幢础四周刻有覆莲瓣，侧面四周刻着帷
幕的缨络。

佛教导航网
http://www.fjdh.
com/10/080232174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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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表看，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唐高宗、

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唐文宗、唐宣宗、

唐僖宗与唐昭宗各有所建，并主要集中在唐中晚期。

其中，现存最早的陀罗尼经幢是唐永淳元年（682）“为

□敬造佛顶陀罗尼幢合村供养经幢”，存于安泽县博

物馆。

　　在地域上，晋南、晋北、晋中都不均匀的分布着

陀罗尼经幢，但以晋南与晋北地区偏多。晋南地区的

晋城、闻喜、永济均有分布，以晋城为最多，闻喜次之；

晋北地区主要集中在五台山周围的地区。这样事实上

在山西形成了两头多、中间少的分布特征。五台山自

佛教传入以来，就得到历代皇帝的支持与扶植，唐代

五台山又受到密教的推崇，陀罗尼经幢的建立便顺理

成章。晋南一带靠近陕西，晋东南的泽州、沁州则靠

近河南，受两地密教风气盛行之影响而使然。

　　就经幢内容而言，多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其中以携带此经梵本来华的罽宾僧人佛陀波利之译本

最为流行。此外，在上述经幢中还刻有《金刚般若波

罗蜜多经》的内容。

　　就经幢高度来看，经幢的高度介于 0.23 米至 9.4

米之间，其中 2 米以下者占总数的 58%，2—4 米者占

总数的 33%，4 米以上者占总数 9%。这与全国分布

着的陀罗尼经幢的高度基本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在上述陀罗尼经幢中，1 米以下者却占到了总数的

25%。究其原因，除与经幢发展历程相关外，可能和

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

等因素有关。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降雨量少，多山且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植被较差，自然灾害频繁，经

济较为落后。在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人们养成了

节俭的生活习惯。正如史籍所载：“地瘠则民劳而贫，

自三帝三王以来，勤俭之俗未尝改过”，“河东地瘠民贫，

风俗勤俭。”[3] 这种节俭的生活风俗，加之自身经济

条件的限制，影响着人们建幢时对高度的选择。

二、唐代山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流布

的原因
　　密教传入中国后，僧人不断传译行持佛顶法，于

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及陀罗尼经幢在全国各地

流行。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笔者

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与《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这部佛经具有除灾和成佛等功能密切相关。

该经宣扬可永离病苦、延年益寿。如地婆诃罗译《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云：“吾为汝等及诸众生，说彼修

行陀罗尼法。若有命短求长寿者，或有病苦求除愈者、

或有恶业应堕地狱饿鬼畜生诸不善趣如是等类。皆当

以彼月十五日，洗浴清净著新洁衣。又当受持八戒斋

法，然后诵此大陀罗尼满足千遍，当获安乐增其寿命，

所有病苦皆得除愈，诸恶业报悉灭无余。”[4] 正因如此，

该经被现实中的人们所吸引和喜好。 

　　该经又宣扬可免除因业障恶因所招致地狱、畜生、

饿鬼等恶道的果报，尽此生后可往生诸佛国土。如佛

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云：“天帝，若人能

须臾读诵此陀罗尼者，此人所有一切地狱畜生阎王界

饿鬼之苦，破坏消灭无有遗余。诸佛刹土及诸天宫，

一切菩萨所住之门，无有障碍，随意趣入。……天帝，

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千劫已来积造恶业重障，应

受种种流转生死，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界、阿

修罗身，夜叉、罗刹鬼神、布单那羯吒、布单那阿波

娑摩啰，蚊、虻、龟、狗、蟒蛇，一切诸鸟，及诸猛

兽一切蠢动含灵，乃至蚁子之身，更不重受。”[5] 可见，

该经特别强调“尊胜陀罗尼”的破地狱功能。由于此

经的破地狱功能，“尊胜陀罗尼”自然大受欢迎。鉴

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宣扬持诵“陀罗尼”之神力，

因而，经幢的建立，更成为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的另

一重要活动。

　　第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也得益于陀罗

尼之法的简单方便。唐杜行顗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中曰：“若有命短求长寿者，当于白月十五日澡浴清

净，著净洁衣受八戒斋，诵此陀罗尼千遍。诸障便除

病愈寿增获大安乐，地狱畜生诸恶趣苦咸悉解脱，乃

至畜生诸恶趣类，耳得闻此陀罗尼者，便复不受恶趣

之身。婴缠重病者病皆消散诸趣清净，命终之后生现

乐界，莲华化生不受胎藏常知宿命。若诸众生罪业所

牵，命终之后生于恶趣，应以此陀罗尼呪土二十一遍，

散其骸骨之上随其所生若地狱若畜生，或阎摩卢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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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鬼趣，乃至阿鼻地狱禽兽蜫虫，咸谢苦身生天受乐。

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罪灭福增众人爱敬，命终

之后生极乐国。若常念持此陀罗尼，命终之后生诸净

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一切佛剎作大光照。常与佛

俱诸佛护育而与授记，乃至获证大涅槃乐。”[6] 此外，

经文中还提及：凡人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甚至只要

书写着此陀罗尼的经幢的影子映到身上，乃至于幢上

的灰尘偶然飘落人身上，则此人亦得以净除一切罪业

恶道。很多经幢上的铭记都提及这一点，如唐文宗开

成四年（839），山西晋城凤台县王刘赵珍等所建立的

陀罗尼石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赞文并序》云：“天

帝传时教敷扬于沙界，层幢回声沾泽者销殃，石塔岧

峣□尘者灭罪则有择□。”[7] 这也是促使唐人建立经

幢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与五台山文殊

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形成除唐朝

历代帝王对五台山佛教的扶持外，也与密宗对五台山

文殊信仰的大加弘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宋高僧传》

载，不空于大历四年（769）“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

萨为上座，制许之。”第二年，又“有诏请空往五台

山修功德”，后来不空又“进表请造文殊阁，敕允奏。”[8]

佛陀波利的传奇正发生在五台山信仰的兴盛时期，成

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灵迹之一，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披上了神异的色彩。如在今山西永济虞乡的石佛寺经

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即云：“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者，婆罗沙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676）从西国

来，至此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地向山顶礼曰：‘如

来灭后，众圣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中汲引苍生教

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降人坚，不睹圣容，远陟流沙，

故来敬谒。伏念大慈大悲普覆令建尊仪。’……回还

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683）回至西京，

具以上事闻奏。大帝遂将其本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

及敕司宾客令杜行顗共译此经。……此经救拔幽显，

最不可思议。恐学者不知故，具录委曲以传未悟。”[7]

于是，借着五台山文殊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以及陀罗尼经幢得以广泛传播流行，反过来，它们对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普及和兴盛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四，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与山西独特的

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地理位置而言，山西与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的

交通较为便利，这有利于佛教的交流与经幢文化的传

播。山西蒲津关地当关内、河东、河南之交会处，地

理位置极为重要，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载，他在大和二年由五台入长安，“（八月）十三日……

从北舜西门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9]

可见，通过蒲津关可沟通山西与西安、洛阳的文化交

流。另外，关于河东与长安之交通，严耕望《唐代交

通图考》第一卷《长安太原驿道》、第五卷《晋绛与

潞泽间之乌岭道》，王文楚《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

《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再考》已作详密之证，可作参考。

这样，交通便利受到周边影响，对陀罗尼经幢在山西

的流行起了推助作用。

　　就唐代山西的人文环境看，当时佛教之风盛行。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关于山西人信奉佛教的记载十分普

遍，如《太平广记》卷111《报应十·观音经·王琦》载：“唐

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

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

其于念诵，无不差愈。”[10] 又《太平广记》卷 105《报

应四·金刚经·杜思讷》载：“唐潞州铜缇县人杜思讷，

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睹神光。”

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它们反映出

唐代山西的佛教氛围非常浓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的流行营造了良好的土

壤和根基。

　　就唐代山西社会的现实看，灾害频繁、赋役深重，

使得百姓生活困苦，这为尊胜陀罗尼信仰及经幢的建

立提供了基础。据《新唐书》记载，唐太宗二十三年

（649），“八月癸酉朔，河东地震，晋州（今山西临汾）

尤甚，压杀五十余人，乙亥，又震，十一月乙丑，又震”，

景云三年（712），“正月甲戌，并、汾、绛三州地震，

坏庐舍，压死百余人”，贞元九年（793），“四月辛

酉，又震，有声如雷，河中、关辅尤甚，坏城壁庐舍，

地裂水涌”[11]。这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之赋役深

重，致民不聊生，使人们很容易受到《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拔除地狱等功能的吸引，有些甚至着手建立经

幢。我们从造幢者的愿望看，这些经幢都返照着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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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现实。如介休雨水村《吉祥寺经幢》中载：“皇

帝皇后州牧县宰七代□□师僧□□□□有情六道众生

同出苦门，离苦解脱幢主佛弟子□□□□、南元佛陀

□□□□□□□□□□□□□□□□□□□□□□□，

当读十二部经一遍□等敬造。”再如凤台县《广福寺

经幢》曰：“以往社稷□□，官僚禄位转迁，星神合度，

农稼丰饶，当处灵神□□□，地广富者，男女孝养，

伏愿诸佛诸家眷安享，百患不侵。” 

　　第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兴建也是统治者推

动的产物。唐代宗大历十一年 (776) 下令“天下僧尼每

日须诵尊胜陀罗尼二十一遍”。[5] 以皇帝下令举国唱

诵陀罗尼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也使该经超

越了宗派的区分，在整个社会中流行开来，致使中唐

以后建造陀罗尼经幢之风大兴。在统治者的推动下，

山西便兴起了建尊胜经幢的热潮。

　　唐代山西建立的诸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在

诸多因素促成下产生的，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它们成为我国经幢文化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山西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参考。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青年项目《山

西佛教史》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C730012）

（责任编辑：杨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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